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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政治: 当代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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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伊朗官方宗教以来，在伊朗政治现代

化进程中经历了参与、退出，再到主导的过程，从而使伊朗政治进程总

是在宗教和政治两大因素间徘徊。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到霍梅尼

神权政治理论的实践，宗教和政治两大因素在伊朗国家发展道路抉择中

的竞争性，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现代社会对宗教地位的定位问题。如何实

现宗教与政治间的平衡，始终是伊朗政治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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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萨法维王朝以来，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伊朗的官方宗教，它在随后的

伊朗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伊斯兰教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伊斯兰教什

叶派在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参与、退出，再到主导的过程。伊朗的

政治进程也总是在宗教和政治两大因素间徘徊。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

到霍梅尼神权政治理论的实践，再到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改革的一波三折，宗

教和政治两大因素在伊朗国家发展道路抉择中的竞争性，在本质上反映的是

现代社会对宗教地位的定位问题，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如何实现宗教与政治

间平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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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革命与伊朗政治现代化的肇始

正如彭树智先生的观点所示: “中东是伊斯兰教文明的中心地区，而伊斯

兰文明的特点是它强烈的政治性和伊斯兰精神深入到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之

中。改革运动都要环绕着伊斯兰教而显示出它的政治分野。”① 在伊朗的政治

史中，宗教因素始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对伊朗的政治进程

提出挑战。作为伊朗政治现代化起点的立宪革命 ( 1906 ～ 1911 年) ，也因宗

教阶层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注定了要打下伊斯兰教的烙印。

1906 年立宪革命的爆发有深厚历史背景，起因于 1905 年伊朗发生灾荒、

物价上涨。民众开始走向街头抗议政府的无能，要求罢免时任伊朗海关总监

的比利时人蒙西艾尔·纳乌斯。请愿者提出，“政府必须保护我们的利益，尽

管我们的产品或许不如外国货，现行的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将给我们的整个

经济带来毁灭性后果。”② 12 月，政府试图强行压低德黑兰市场的糖价，伊朗

政府官员拘捕和毒打商人事件成为革命的导火索。德黑兰市民在教士的带领

下，进入清真寺避难，以示抗议。为了平息民怒，伊朗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

承诺改善与宗教界的关系，惩戒肇事者，以安抚民众。由于政府没有兑现诺

言，1906 年 4 月，德黑兰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政府派出军警进行镇

压，死伤无数，此时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开始停业罢市，抗议这一镇压行为。7

月，上万名市民到英国大使馆避难，在其代办的帮助下，抗议者起草了一份

决议书，要求国王召开议会。宗教领袖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伊在一

封给政要的信中提出，只有建立议会，在国家和政府间建立联系，在乌勒玛

和政府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平息目前局势。③

1906 年 9 月 9 日，国王在成立议会章程和议会选举法上签了字。根据选

举法，选民分为 6 个等级: 王子和恺加王室、教士、封建贵族、商人、地主

和农民、手工业者。年满 25 岁且有一定财产的伊朗臣民有权参加选举。10 月

7 日，伊朗第一届议会开幕。12 月 30 日，国王莫扎尔丁批准了基本法。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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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新国王米尔扎签署了 《基本法补充条款》。宪法规定，国王的权力

属于人民，在国王与议会的关系上，国王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国王只能暂

不批准议会通过的法律，解散议会，但如果新选出的议会确认上届议会的决

议，国王应批准有争议的法律。而议会有权批准法律和国家预算，也有权监

督预算执行，不经议会同意，政府不能把租让权让给他人，不得向外国借款，

不得缔结条约和协定。与此同时，宪法规定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

原则以及政府向议会负责的原则。宪法宣布人身、财产、住宅和私人通信秘

密不受侵犯，人民有受教育、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但不得违背伊斯兰

教义。宪法规定成立省和州的 “恩楚明” ( 民选委员会) ，其成员由居民直接

选举。宪法确立了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伊朗国教，宗教领袖有权监督人民的教

育、出版和集会。此外，根据宗教领袖的提议成立的常设委员会，至少应由

五名高级教士组成，审查议会所提出和通过的法律草案是否符合伊斯兰教的

精神，而且不经委员会事先同意，国王不得批准任何一项法令。①

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立宪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对后来伊朗的政

治宗教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在此次革命中宗教人士发挥的作用，有学

者认为，乌勒玛作为民族利益代言人而不是国家政权辩护者，在反对西方列

强和腐朽君主专制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伊朗民族

主义的形成，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定下了宗教基调。②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

立宪革命中，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国教地位被载入宪法，从而为后来的伊朗政

治发展及其与宗教关系的演变带来了变数。其意义表现在:

第一，尽管革命最终失败，但议会的成立是伊朗人民的胜利，为伊朗的

大众政治构建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体制。议会，作为一个新的合法性来源，

成为伊朗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也成为大众政治活动的核心，并在理论

上确保了宪法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作用。因此很多的抗议都是在议会政治的

框架下举行，抱怨、要求和请愿开始指向责任，公众媒体不断地展现他们对

新的合法性的坚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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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立宪革命使伊斯兰因素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

伊朗未来政治现代化必须面临的困境———平衡宗教和政治因素。伊斯兰教以

宪法形式融入了伊朗政治，一方面是伊朗政治现代化乃至中东地区政治现代

化模式发展的积极尝试，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政治批判的矛头所在，从而使

中东原生态的宗教民主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之争成为当代中东政治发展的重

要特征。

第三，在这次立宪革命中，宗教势力、巴扎商人与知识分子的大联合在

革命中得到了演练，也为后来伊朗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种模式。在伊朗历史

上，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缺少参政途径，已经习惯于通过大众行动来建立自信，

立宪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城市抗议模式的有效性，这种模式在形式上是

传统的，但在政治内容上具有现代性，而且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民开始接纳

这种模式。在巴列维王朝初期，城市里的人们继续展示着他们的政治活力，

并在推翻王朝统治的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争取共和主义的运动中，决

定权不在议会、不在库姆的神学院，而在首都的街道上。①

世俗化与西方化———君主专制的覆灭

立宪革命后，大国夹缝中的伊朗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建立了新王朝。

1925 ～ 1979 年，伊朗政治进入了新阶段，即世俗化、西方化阶段。期间，伊

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政教关系随着王权稳定和改革进程的需要不断变化，合

作与冲突交替进行。

在礼萨汗初期，为巩固新生的君主政权，国王急需得到宗教势力的支持，

因此，国王再次强调了 1906 年宪法中什叶派为伊朗国教的地位，指出只有该

派教徒有资格担任国王、大臣和法官; 国王有义务弘扬什叶派教义，并在精

神方面寻求宗教学者的帮助; 国家在不违背伊斯兰教法的基本原则下实行自

由教育等。但随着礼萨汗国王对民族主义的重视和世俗化改革的推进，宗教

界的利益范围日益缩小，宗教势力在司法、教育和议会中的影响逐步减弱。

1934 年，礼萨汗访问土耳其回国后，将无沿帽改为欧洲的礼帽，遭到了穆斯

林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种帽子影响穆斯林在礼拜时以头碰地。1935 年，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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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哈德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殿中，礼拜活动演变为静坐示威。当地警察不顾

清真寺和圣殿的避难特权，向群众开枪，造成数百人伤亡。此事件标志着宗

教界与王权对立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伊朗亲德路线受到英、美的指责。1941 年，在外界

的压力下，礼萨汗被迫逊位给 21 岁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 Mohammad

Reza Pahlavi) 。在巴列维执政初期，王权同样需要宗教界的支持，1955 年，

在伊朗政府的支持下，什叶派乌勒玛取得了反巴哈伊信仰运动的胜利。但在

王权得到巩固后，君主专制的本质仍然挑战到宗教界的权威。20 世纪 60 年

代，巴列维的改革措施开始纷纷出台，他以分配皇室土地为样板，希望鼓动

伊朗的大地主效仿。1960 年，阿亚图拉布鲁杰迪以土改违宪和伊斯兰教法为

由反对国民议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1963 年，国王绕过议会，采取全民公决

的形式强行通过白色革命的六点纲领，同时宣布授予妇女选举权，引起了教

界的不满。在进行土改的同时，政府向农村地区派出知识大军、卫生大军、

开发大军和建立公正之家，目的在于扩大世俗化改革的影响，减弱宗教势力

在农村地区的影响。

为配合白色革命的进行，伊朗在 1962 ～ 1972 年间分别实施了第三个和第

四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一个综合计划，既制订了国营部门的投资

规划，也预估了私营部门的投资规模，重视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强调

高速增长。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通过逐步增加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和采用

现代生产技术，提高经济的增长率; 通过就业政策和福利政策使收入分配更

趋公正; 在满足本国基本需要方面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同时使出口多样化;

通过行政管理系统的基本变革以及向政府各部与私营机构推广先进的管理技

术，改进行政管理服务。1973 年 3 月至 1978 年 3 月，伊朗实施了第五个发展

计划。随着第五个发展计划的开展，石油收益逐步提升，计划时期第一年石

油收入为 50. 67 亿美元，第二年为 186. 71 亿美元。随之伊朗的财政收入也不

断增加，在第五个发展计划开始实行的前一年财政收入为 33. 37 亿美元，第

五个发展计划时期的第一年达到 62. 32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86. 8%，第

二年又跃升为 209. 92 亿美元，比第一年增加了 236. 8%。随着石油价格的提

升，伊朗现代化改革的步伐也越来越冒进。1975 年 1 月 4 日，伊朗《世界报》

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 10 年或 12 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

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 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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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国家的水平。”①

然而，随着巴列维改革的推进，宗教势力越来越被削弱，清真寺和神学

院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一些宗教场所被关闭，一些高级教士被禁止布道。而

且伊朗现代化改革带来的西方文化也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信仰提出挑战。

1964 年，霍梅尼在批评议会授予美国公民外交豁免权时说: “来自美国的大资

产阶级涌入伊朗，以投资的名义奴役我们的人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

方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政府屈服于殖民主义……现行

的政府力图毁灭伊斯兰教及其神圣的法律。只有伊斯兰教和乌勒玛能够阻止

殖民主义的侵犯。”② 事实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伊朗什叶派的效法源泉

布鲁杰迪 ( Borougerdi) 去世后，伊朗宗教界出现了分裂，以霍梅尼为首主张

宗教干预政治的政治行动主义势力开始在伊朗政治舞台的中心出现。霍梅尼

思想及其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迎合了当时反君主专制的斗

争，另一方面在于他本人对什叶派教义的创新。例如他发展了什叶派教义中

“非伊玛目的统治不合法”的信条，主张建立由教法学家统治的政府; 他对教

法学家所具有的权威作了重新解释，将其扩展到国家的治理; 泛化什叶派思

想，使之成为一切被压迫者的革命意识形态，为输出革命做准备。③ 霍梅尼的

思想不仅导致了国内反君主专制联盟的最终形成，为迎接 1979 年伊斯兰革命

作好了最后的动员，也为后来建立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伊斯兰政权提供了合

法性和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的来说，巴列维的世俗化改革是在封建专制体制构架下开展的资本主

义政治经济改革，其改革的冒进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空缺，最终使伊朗民众深

感困惑、不知所向。宗教团体对西方文明有本能的抵抗，巴扎商人和小手工

业者随着大工业生产被边缘化，农民们仍然不能从白色革命中受益，接受过

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只看到了民主政治的虚体，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呼吸不

到自由的空气。所有因素的结合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宗教则走到了前

台，表面上是在反对世俗化改革，实际上是在政治手段缺失的情况下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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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本能反映。正如哈全安先生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所说，

世俗形式的政治斗争缺乏必要的存在条件和发展空间，世俗反对派政党已无

立足之地，宗教几乎成为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反对派应运而生，政治

斗争随之由世俗领域的议会政治逐渐转化为神权形式的宗教运动，宗教情感

成为政治情感的扭曲反映，宗教的狂热成为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

形式，清真寺则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主要据点。①

回归伊斯兰———法基赫体制的诞生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是伊朗政治向伊斯兰回归的标志，政教合一

神权政治的建立，是伊朗政教关系上宗教因素战胜政治因素的反映。伊斯兰

革命发生后，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理念不仅在宪法中得以体现，而且通过一

系列伊斯兰化政策更加完善了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一) 在政治领域，霍梅尼的首要任务是稳定革命后的政局，加强组建效

忠革命的伊斯兰势力

为维护伊斯兰革命成果和政权的伊斯兰特性，霍梅尼在军队、行政、立

法、司法体系中开始建立效忠于革命的伊斯兰力量。在军队，为了保证革命

的稳固性和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从而在伊朗的军队

系统中出现了两支并列的军事力量，革命卫队的建构与正规军一样有海陆空

三军。1980 年 3 月，革命卫队在革命通讯社上发表 《卫队的义务》，文章指

出，革命卫队的主要任务是追查和逮捕反革命武装; 解除未经授权的个人武

装; 调查和收集情报; 在示威游行和集会时维护公共秩序，以防止破坏法律

和秩序; 在政府授权和革命委员会的监督下，支持被压迫人民追求自由和公

平的运动。1982 年 9 月，伊朗议会通过 《伊斯兰革命卫队法》，使革命卫队

的政治和思想信仰有了法律保证。该法要求革命卫队在最高领袖的指导下，

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立法，实现意识形态上的神权统治，要求革命卫队

与其他武装力量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民力量加强合作，以此增强伊斯兰共和

国的防御力量。② 而且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伊朗还专门设立了宗教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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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哈全安著: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16 页。
王飞: 《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权中的作用及其影响》，载《亚非纵横》2009 年第 2 期，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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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教育机构，向士兵灌输伊斯兰革命思想。1979 年 11 月美国使馆被占领后，

霍梅尼认为美国入侵伊朗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号召建立一个 “2 000 万人的军

队”。1980 年初，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建立了 “贫困者动员队” ( Unit of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Deprived) ，即通常所说的“巴斯基” ( Basij) 。该组织吸纳

了很多年轻志愿者，当地的清真寺经常被用作招募和训练中心。1982 年 3 月，

巴斯基志愿者首次被允许上前线打仗，年轻成员们成为两伊战场上伊朗人海

战术的主力。

在行政体系中，政府官员需要参加伊斯兰考试，测试他们是否效忠革命

和致力于国家的伊斯兰建设。在立法领域，为保证议会立法的伊斯兰性，伊

斯兰政府在建立国民议会的同时，还建立了宪法监护委员会并赋予了该委员

会极大的权力。根据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为保证国民议会的决定不违背伊

斯兰和宪法的原则，由领袖或领袖委员会推举 6 名公正的、对时代要求和当

前问题有了解的毛拉，和由议会通过投票从最高司法委员会向议会推荐的穆

斯林法学家中选出 6 名法学家，组成监护委员会。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没

有监护委员会，议会没有合法性。① 在司法领域，霍梅尼提出八点法令的 “司

法改革”，被称为“司法的伊斯兰化”。他主张立法必须建立在沙里亚法基础

之上，号召司法部和革命法庭的伊斯兰法官们行事要独立、坚定，不徇私舞

弊，任何人都不允许用非伊斯兰的方式对待人民。强调沙里亚法作为司法评

判依据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司法领域的伊斯兰化。除了继承巴列维

时期的司法体系外，伊朗还建立了伊斯兰革命法庭。1982 年 8 月，最高司法

委员会宣布废除 1907 年以来“非伊斯兰的”法律和法规，伊斯兰法和教法学

家成为法庭审判的唯一法律准绳。

( 二) 在经济领域，霍梅尼认为，伊斯兰经济是优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

主义经济的“健康经济”，要求人们承认并尊重在伊斯兰制度内的合法私有制

和私人资本

在经济上，霍梅尼认为，伊斯兰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于

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优于二者的 “健康经济”。在霍梅尼经济理念的指导下，

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原则。第一，保障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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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其中包括住房、食品、衣服、卫生、医疗、教育和家庭的各种必需品。

第二，保障人们的就业条件，消灭失业，通过互助、无息贷款防止财富集中

在个人或特殊集团手里，为那些能参加工作而无法得到工作的人提供职业。

这些步骤必须考虑到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中总的经济计划的需要。第三，制

订国家的经济计划要考虑到合理安排劳动的形式、内容和时间，使每个人在

努力工作之外，能有充分的机会和余力来提高自己精神的、政治和社会的素

质; 以及积极参与国家的事务、提高技术和创造精神。第四，尊重选择职业

的自由，不强迫别人从事某一项工作，禁止剥削别人的劳动。第五，禁止垄

断、投机、放高利贷和非法交易。第六，禁止在消费、投资、生产、分配和

社会服务等经济领域里的浪费。第七，利用科学技术和训练熟练的人员，以

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第八，防止外国经济对伊朗经济的统治。第九，

强调农业、畜牧业和工业的增产，保障人民的需要，使国家能自给自足，摆

脱依赖。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伊朗的经济形式。该条款规定，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的经济制度是有计划地建立在国营、合作经营和私营三种成分的基础

上。这三种经济成分只要不违背伊斯兰法律，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损

害社会，都是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保护的。①

1979 年 6 月 7 日，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把 27 家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其中 13

家是与外国合资的银行。1979 年 6 月 25 日，政府把 15 家私人保险公司收归

国有。到 1979 年夏末，36 家国有银行和国有化后的银行重新组成十大银行。②

此外，政府还成立了“重建运动”组织和霍梅尼伊玛目救济委员会，在农村

修筑公路、桥梁和灌溉设施，为农民提供医药、教育和福利方面的帮助。革

命后为管理前王朝的财产，成立了伊斯兰基金会，它负责管理国王及与外国

有关联的企业和财产、逃亡者和大企业的财产。其中建立于 1979 年 3 月的弱

者基金会 ( Mustazafin Foundation) 是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经济实

体。1980 年末，该基金会已经控制了 259 家公司，在接下来的两年半又接收

了约 236 家公司，其中 200 家是制造业公司，250 家是贸易公司，45 家是农用

工业公司，8. 5 万多人为该基金会工作，雇员总数超过了伊朗国有石油公司的

人员。该基金会由赛义德·迈哈迪·塔巴塔拜 ( Sayyed Mahdi Tabatabai)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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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宪 法》， 世 界 宪 政 网，http: / /www. globalcon. cn /Asia /AsiaOther /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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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由总理监督，后来转为由霍梅尼直接领导。①

( 三) 在文化上，霍梅尼尤其强调社会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教化

在文化上，霍梅尼主张进行社会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教化。1979 年 7 月 23

日，霍梅尼提出: “毒害我们青年的东西之一就是音乐，只需片刻，音乐就会

让听者懒散迟钝……音乐和鸦片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

的国家，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就应具有教育性，音乐就必须被排除。……演

奏音乐就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② 1979 年 7 月 24 日，伊斯兰共和国

广播电视台宣布，根据伊玛目的教导，禁止广播音乐，唯有伊斯兰音乐和革

命军乐允许播放。1979 年，政府关闭了全国 256 家电影院中的 180 家。在教

育领域，1980 年 3 月 21 日，霍梅尼要求大学伊斯兰化。他说，“伊朗所有大

学应服从于高尚的革命，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教授都应肃清，大学应成为学

习伊斯兰科学的中心。”4 月 26 日，霍梅尼再次发表讲话: “当我们谈起改革

大学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我们的大学目前处于依赖他人的从属地位。它们是

帝国主义的大学，它们所教育和训练的人迷恋西方。”③ 1980 年 5 月，霍梅尼

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伊斯兰分子”。

1980 年 6 月，在霍梅尼倡导文化革命初期，还成立了大学运动组织，很

多大学生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当局根据大学运动组织提供的信息，辞退

了被认为受到诸如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等东

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老师。文化革命委员会还重新设置课程，编写新的教材，

用伊斯兰教知识去替代西方的观点，以此帮助教师们更好地去理解伊斯兰教。

伊斯兰政府还试图在大学和神学院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霍梅尼曾明确指出

应在德黑兰大学和库姆的菲兹亚神学院之间建立特殊关系。1982 年 12 月中

旬，部分大学重新开学，学校老师和学生的人数与以前相比减少了很多。根

据官方的数字，1979 ～ 1980 学年，在校学生人数约为 175 675，其中 35 559 名

为毕业生。在文化革命后的第一个学年，在校大学生仅为 117 148 人，其中

5 973人毕业。1979 ～ 1980 学年，伊朗教师总数为 16 222 人，1982 ～ 1983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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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Dilip Hiro，Iran under the Ayatollahs，London，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p. 253.

冀开运: 《试论伊朗现代化过程的特点》，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1 期，第 116 页。

See Ali Rahnema and Farhad Normani，op. cit. ，pp. 226 －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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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到 9 042 人。1987 ～ 1988 学年，667 000 名申请者中仅有 65 000 人获准

接受高等教育，1989 ～ 1990 学年，752 343 名申请者之中也只有 61 000 人进

入大学。而且忠于伊斯兰是进入大学的标准，自愿参加对伊拉克作战者、通

晓伊斯兰教规者优先入学。①

在妇女问题上，革命后妇女被要求重新戴上头巾，不戴头巾被认为是腐

败行为。1980 年 7 月 5 日，政府下令所有在政府和公共机构工作的妇女必须

戴上头巾。时任总统哈梅内伊称: “头巾是伊斯兰教的责任，化妆、佩戴装饰

品、露出刘海都是非伊斯兰的”。一年后，议会通过 《伊斯兰着装法》，它适

用于伊朗境内所有妇女，不管她是不是穆斯林，违反法律者将受到最高一年

监禁的惩罚。

( 四) 在外交上，霍梅尼提出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

政治主张，强调伊朗政治的独特性

霍梅尼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梦想建立 “世界伊斯兰政府”，“将向世界各

地输出我们的革命”，宣称“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伊斯兰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

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② 为此，伊朗成立了 “全球革命部”，联络

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其中包括 “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

协会”，其领导人是巴克尔·哈基姆，该协会与伊拉克达瓦党和 “伊拉克伊斯

兰阿迈勒”密切合作，在伊拉克开展反萨达姆的斗争。此外还有 “黎巴嫩伊

斯兰革命协会”、“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非洲和阿拉伯马格里布最

高伊斯兰革命协会”、 “亚洲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等。1983 年 4 月 18 日，

“黎巴嫩伊斯兰阿迈勒运动”炸毁了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并声称这次袭击是

“伊朗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役的一部分。”据报道，伊朗在黎巴嫩的花费

1985 年为 3 000 万美元，1987 年超过 6 400 万美元。③

输出革命作为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伊朗高层中关于实现的

方式有不同看法，但在目标上有着一定的共识。伊朗外长维拉亚提指出: “我

们将继续输出革命，但是以文化的方式。西方国家也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在

大众传媒和外国留学生的帮助下，他们输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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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新中、冀开运著: 前引书，第 374 页。
唐宝才著: 《冷战后大国与海湾》，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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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价值观。”拉夫桑贾尼曾经表示，“从革命成功的初期开始，我们就认

识到这场革命不是仅限于我们边界内的一种现象。”“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我

们能设法创立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典范，建立一种合适的、进步、演变的模

式和恰当的世界伊斯兰准则，那么我们就将达到世界恐惧的目标，而那就是

输出伊斯兰革命。”蒙塔泽里主张充分利用朝觐的机会来输出革命，他指出，

“在朝觐期间，伊朗朝觐者应通告被压迫民族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秘密。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沙特官方通常做出防止伊朗朝觐者与其他国家的兄弟姊妹

接触的举动，因为他们害怕这一点。输出革命，即把我们的革命经验和成果

任由世界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自由接受……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认识到，

不管他们乐意与否，各民族正在觉醒……如果他们希望保持权力并统治他们

的国家，他们应依靠伊斯兰教和他们自己的人民，而不是美国和苏联。”时任

总统哈梅内伊在一次有来自 40 个国家的宗教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公开号召他

们将清真寺变为“祈祷、文化和军事基地……为在所有国家建立伊斯兰政府

打下基础。”①

1981 年，伊朗成立了伊斯兰宣传组织 (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其主要任务是 “输出革命文化”，该组织提出: “输出革命是社团领

导人和伊斯兰共和国的目标之一，这一神圣的活动既不能用剑也不能以武器

来完成，而是使用笔、语言、宣传和艺术的手段。”② 而且该组织还使用阿拉

伯语、英语、土耳其语、库尔德语等多种语言出版书籍，介绍伊斯兰教的基

本信条，强调维护穆斯林团结，并在伊斯兰革命周年纪念日期间，就穆斯林

世界的重大问题召开国际会议。

寻找政治与宗教的平衡

从理论上讲，霍梅尼的革命思想是一个具有相对封闭性的政治学说，其

封闭性表现在他试图在拒绝外来影响下向外界显示这一政治学说的独立性和

唯一性。然而，任何理论都需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需要随着环境变化

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伊朗也不例外。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伊朗进行宪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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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宗教领袖的资格中加入了对政治资质的关注。尽管伊朗学家大卫·梅纳

沙里认为，伊朗政治走向务实，具有政治特质的人担任宗教领袖和总统，是

因为在霍梅尼的信徒中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继承，具有较高宗教地位的人士

反对法基赫体制，而赞成该体制的支持者又没有高级宗教地位。但笔者认为，

伊朗政治走向务实的原因更多的在于政治环境变化和国家现实利益驱动。尤

其是，80 年代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对霍梅尼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穆斯林

兄弟相残、与美国“大撒旦”的军火交易，没有一样是与霍梅尼主义相符的，

但国家利益逼迫他必须面对现实，哈梅内伊继任领袖，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

很显然是要将伊朗政治天平从宗教一端向现实政治进行适当倾斜。

然而，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执政，伊斯兰体制框架仍是伊朗政治发

展不可逾越的底线。平衡好政治与宗教关系始终是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进

程的首要任务，也是伊朗历任领导精英们试图努力实现的目标。但要实现此

目标并非易事，其原因在于从国家制度建构到政治实践，伊朗的政治与宗教

关系始终没有实现真正和谐，国内争论不断。其具体表现在:

( 一) 国家权力机构的二元性特征决定了伊朗在政治与宗教关系上的结构

性矛盾

1989 年的宪法修订是伊朗宗教与政治关系发展上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宪法作为一个民族对其自身政治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决断，它规范着国家的权

力结构模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秩序的重要依据。从形式上

看，得益于 1906 ～ 1911 年的立宪革命，伊朗政体也是建立在权力分立的基础

上，形似现代宪政的体系结构在三权上进行了明确表述。然而，在这种权力

分立结构中还夹杂许多可主导权力关系的其他因素。比如在立法领域，除了

伊斯兰议会外，还有宪法监护委员会。根据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为了维护

伊斯兰法规和宪法，以使伊斯兰议会通过的决议不与它们相背，组成宪法监

护委员会。在宪监会和议会的关系上，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宪监会的存在，

伊斯兰议会就无法律效用。此外，宪监会还负责监督选举领袖的专家议会、

总统、伊斯兰议会的大选工作，以及负责举行全民公决和民意测验工作。①

事实上，不管是在行政、立法、司法领域，都与宗教领袖的作用关系密

切。在行政领域，总统只是第二号人物，他不仅需要向人民负责，还需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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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负责。在立法领域，宗教领袖通过宪监会干预议会活动，毕竟半数的宪

监会成员由领袖任命，在司法领域，领袖也可以通过人事任免参与司法事务。

( 二) 有宗教背景的保守派与改革派间的权力斗争加剧了伊朗政治与宗教

间的紧张关系

在伊朗历史上，宗教阶层和世俗力量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即便在

1979 年霍梅尼革命后，宗教势力与倾向于务实政治的改革势力间的权力斗争

一直存在，这种斗争在后霍梅尼时期随着国家领袖在宗教和政治领域的矛盾

进一步加剧。相比于霍梅尼，新任领袖哈梅内伊不具有宗教权威，作为弱势

的最高领袖，为了获得更多的宗教认可，不得不向传统保守派靠拢。与此同

时，哈梅内伊还担负着国家发展的大任，在向保守派寻求宗教认可的同时，

对于改革派的改革措施采取时而支持、时而抑制的双重态度。这反映了伊朗

在政治与宗教关系上的困惑。作为伊朗的最高领袖，集政治、宗教权力于一

身，却只能通过保持党派平衡来维护国家秩序的正常运行，既不能完全支持

改革派，从而避免因仓促改革断送伊斯兰革命的基础，也不至于让保守派的

大获全胜使伊朗历史回到原点。这种景况在一定程度上既显示了宗教领袖在

处理宗教和政治两大因素时的困境，也进一步推动了伊朗国内保守与改革阵

营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政治与宗教关系的紧张度。2009 年 6 月，伊朗举行

第十届总统选举，改革派候选人前总理穆萨维败选。穆萨维的支持者走向街

头抗议选举舞弊，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此后，穆萨维支持者利用

各种时机，抗议对政府的不满。2009 年 12 月 19 日，曾经被确定为霍梅尼接

班人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去世，将伊朗的反政府活动推向高潮。此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辞去领袖继承资格后，隐居伊朗宗教圣地库姆，对当局一直持

批评态度。他不仅对选举提出强烈质疑，并指责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为独裁者。

伊朗各种反政府势力借用蒙塔泽里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力，呼吁民众反对现

政府，将矛头对准现任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使伊朗国内的骚乱此起彼伏，并

在 2011 年初呈现出持续性特征。

( 三) 政治改革中的妥协及其引起的争论加深了人们对伊朗政治与宗教关

系的困惑

后霍梅尼时期，不管是拉夫桑贾尼的经济重建、哈塔米的现代化改革，

还是内贾德的当政，他们同宗教势力的关系一直处于竞争与妥协的状态。尤

其是拉夫桑贾尼，他在政治资历上与哈梅内伊不相上下，二人同时受到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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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重建伊朗的重托，因此两者之间具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在拉夫桑贾尼执政

后期，其在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使权力天平向宗教领袖倾斜。因此，有学者

认为，拉夫桑贾尼在任时没有把握好 “切断伊朗历史联系”的机会，引导伊

朗走上新的航向。他在与哈梅内伊权力斗争中的失利，为哈塔米的改革设立

了体制框架，从而使哈塔米的改革完全从属于以宗教领袖为核心的法基赫体

制下，总统的弱势地位注定了伊朗改革的不顺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被保守派

取而代之的命运。而且拉夫桑贾尼时期相对开放、温和的政治经济主张在伊

朗引起的争议在哈塔米时期得到进一步释放，哈塔米政府一边安抚民怨、一

边偶尔取悦保守派以维持改革进程的做法，不仅没有让保守派满意，也使改

革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更使国民对国家发展的未来方向满怀困

惑。尤其是以学生团体为主体的激进力量，他们起初追随改革政府，反对保

守势力，后来对改革政府也心怀不满。他们既反对保守派 “毁灭和倒退的政

策”，也反对改革派“毫无结果的渐进变革”，认为温和与渐进是伊朗改革的

真正障碍。①

结 语

综上所述，正是伊朗政治体制中政治与宗教关系的竞争性，使其政治现

代化的改革努力一波三折。尽管在伊斯兰革命后法基赫体制得以建立，全面

伊斯兰化的政策为确立新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向伊斯兰回归的发展方向

看似取得了对世俗政权的胜利。但伊朗的政治精英们对国家发展方向从建国

之初就存在争论。这种争论并没有因为宪法的颁布和修订而结束，相反，在

教法学家权威统治被确定为宪法后变得更加激烈。争论不仅导致了统治精英

的分裂，还导致了统治阶层的派别之争，不同派别对法基赫体制的不同理解

及其不同的政治利益，导致了伊朗政治中派别斗争的复杂性。② 如何在教法学

家权威统治的宪法原则中体现与操作伊斯兰和共和两大因素，如何缓和宗教

领袖的权威与人民主权之间的矛盾，成为伴随伊朗政治发展进程的最大问题，

也是伊朗人民对宗教治国方略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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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and Politics: Confusion of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ran

Jiang Zhen

Abstract: Since Islamic Shia became Iranian official religion，it has experi-

enced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withdrawal and dominance in the course of Irani-

an politics modernization，and this causes Iranian political process to pace frequently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wo big factors － religion and politics. From secular reform in

Pahlavi dynasty to the practice of Khomeini theocratic political theory，the competi-

tiveness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of Iran in seeking its development path，in essence，

reflects positioning of the status of religion in modern society. How to achieve a bal-

ance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s always a major issue facing the political devel-

opment of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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